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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续 与 超 越
———同光时期两种社会变革思潮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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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改良思潮是同 (治 )光 (绪 )时期两种社会变革思潮, 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是对前者

的承续与超越。二者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不同的变革诉求:洋务思潮是一种封建地主官僚性质的社会变革思潮, 它谋求的是封建

专制政权的巩固和长久;早期改良思潮是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派特征的启蒙维新思潮, 谋求的是打破封建专制体制, 发展资本主

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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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起于 19世纪 60年代的洋务运动和 80年代的维新

改良是同 (治 )光 (绪 )时期两种社会变革思潮。 关于这两

种思潮的关系, 学术界基本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 早期维

新改良思潮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 要求维护国家独

立, 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 而洋务思想代表了统治

阶级的利益, 具有鲜明的官僚买办性质, 它们是完全对立

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早期维新改良思潮实际上从属于洋务

思潮, 它们的思想是一致的,不同处只在于一个是洋务实践

家, 一个是洋务理论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从社会思潮的

发展角度看, 这两种思潮是承续与超越的关系, 二者既有区

别又有联系, 既有共性也有分歧。考量它们的异同, 便于厘

清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脉络 ,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

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为今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思考和

镜鉴。

一

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改良思潮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

后, 清政府内忧外患不断加剧 、民族矛盾不断激化 、民族危

机不断加深 、自强运动不断展开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

在这种大致相同的时代语境下产生的两种变革思潮———洋

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改良思潮———必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

在共识。

首先, 共同的时局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清政府勾

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 、捻军等各地农民起义,

其统治秩序获得了暂时的稳定, 出现了所谓的 “同治 ”中

兴。但进步人士却没被表面的稳定局势所迷惑。强烈的危

机意识和变局观念是他们共有的时局观。早在 1861年, 冯

桂芬就惊呼:“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 凡有心知血

气, 莫不冲冠发而上指者,则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

国受制于小夷也。” [ 1] ( P74)郑观应在其早期著作《易言》中认

为:西方各国 “叩关互市”、“入居内地 ”, “此乃中国一大变

局,三千余来未之有也”。

而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亦说:“今则东南海疆万

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 麇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

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 诸国构煽,实在数千年未

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 工力

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 水陆关隘不足限制, 又为数千年

未有之强敌。” [ 2]

其次, 他们应对危局的策略亦有较多共识。共同的变

局意识 、危机意识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惟有变法自强,方能

救我华夏。他们首要都主张向西方学习, 把魏源 “师夷长

技以制夷”的主张付诸实践。冯桂芬提出 “采西学”、“制洋

器”, 通过 “自造” 、“自修” 、“自用”, “变人之利器为我之利

器”, “出于夷而转胜于夷 ” [ 1] ( P84) 。李鸿章强调:“自强之

道,在乎师其所能, 夺其所恃。” [ 2]其二, 大力提倡 “工商富

国”, 努力扭转贸易逆差,抵制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成为他

们的共识。郑观应明确提出 “商战”口号, 强调 “欲制西人

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 3] ( P255)再者, 他们都认为, 自强之

本,在乎人才;人才之兴, 当改革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

堂,派遣留学生。李鸿章指出 ,救时之要务, 关键在于人才,

建议 “另开洋务取士一格, 以资造就 ”;冯桂芬建议以科举

功名奖励工艺技术上的创造发明;郑观应通论国家之败在

于缺乏人才, 力主 “兴学校 、广书院 、重技艺 、别考课, 使人

尽其才” [ 3] (P13)。总之, 在师法西方以求强 、振兴商务以求

富 、变革科举以求人才等,正是二者为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

的问题所提出的共同主张。

再次, 二者有基本相同的中西文化观, 即 “中学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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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为用” 。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改良派运用道与器 、本与

末 、体与用 、虚与实 、主与辅等不同概念, 表达了大体相同的

中西文化观, 即强调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纲常明教是道 、

是本 、是主 、是体 、是实, 是华夏民族立国做人的根本,是不

能也是不必改变的。西学或者说西方诸国的富强之术是

器 、是末 、是用 、是虚 、是辅, 是我们借以富强的工具和手段。

从冯桂芬主张 “以中国伦常明教为本原, 辅之以诸国富强

之术” [ 1] ( P84) ,到薛福成提倡 “取西人器数之学, 以卫吾尧舜

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 [ 4] ( P556) , 再到郑观应鼓吹 “中学其本

也, 西学其末也, 主以中学, 辅以西学 ” [ 3] ( P30) , 最后到张之

洞对 “中体西用”观的系统阐释。几十年中,这种观点被一

再强调的事实, 本身即反映了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中, 中

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艰难探索。他们因袭着

传统的重负, 对古老的华夏文明心怀难以割舍的崇仰和眷

恋, 又不得不正视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这种矛盾心态在他

们共同的文化观 “西学中源”说中有更充分的表现。李鸿

章 、王韬 、薛福成 、郑观应都持 “西学中源 ”说。李鸿章说:

“无论中国制度文章,事事非海人所能望见。”在王韬看来,

中国 “不独为文字之始祖, 即礼乐制度 、天算器艺, 无不由

中国而流传及外” [ 5] ( P6)。出使欧洲四国的薛福成在日记中

说:“昔者宇宙尚无制作, 中国圣人仰视俯察, 而西人渐效

之。” [ 4] ( P582)所以,学西学就是学习 “中国本有之学”, 如此,

西学不仅可学应学, 而且不学西学就意味着对中学的背叛。

洋务派与早期维新改良思潮有相同或相似的时局观 、

中西文化观以及应对危局策略选择上的某些一致性,易使

人们将二者混为一团 ,而忽略了它们的本质区别。

二

具体说来, 早期维新改良思潮在以下三个方面超越了

洋务思潮:

首先, 提倡护商富民, 主张民 (商 )办企业。虽然洋务

派和早期维新改良派都主张师法西方,振兴商务, 但他们在

目的和方法上似是而非。洋务派办实业重点是军工企业,

冶铁 、造船 、军械 、铁路等, 目的是增强军事力量以利 “兵

战”,增强清帝国的专制统治力量, 是魏源 “师夷长技以制

夷”思想的具体实践。 后来虽然也发展了一些民用工业,

但目的主要还在于辅助军事,如修铁路的初衷是为了方便

调兵。在运作方式上, 洋务企业以 “官办 ”为主, 后来辅以

“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洋务企业典型的封建官僚色彩

越来越成为发展现代企业的巨大障碍, 使洋务派振兴商务

以求自强的希望难以实现。改良派则把发展经济看作是国

家富强的根本出路。重商 、重实业 、重经济, 是早期改良思

潮的重要观念。马建忠以自己留学欧洲的切身体会认识

到, 西人 “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 求强者以得民心为

要” [ 6] ( P159) 。郑观应认为, 要富国,先要富民, 富民才是富强

之本。富民的途径就是大力兴办各种实业而不仅仅是军工

产业。 “欲强国, 先富国;欲强国, 先富民, 而富民之道, 则

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欧美各国历史昭昭可考。” [ 7] ( P505)他提

出了著名的 “商战”论。认为西方列强 “借商以强国,借兵

以卫商”,即通过军事侵略保证他们的经济掠夺 ,所以, “商

战重于兵战” [ 3] ( P243 ～244) 。王韬提出 “恃商为国本论”,他认

为, 只取 “西国舟车 、枪炮 、机器之制”, 是 “徒袭皮毛” 。因

此, 必须把企业从封建官僚的重重束缚下解放出来, 按照西

方的商务运作模式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设立股份制公司,

由商人和股东自行经营管理企业。政府及各级官吏应 “恤

商”、“护商”、“崇商”,而不是 “困商 ”、“虐商”、“掠商”。 在

是否认同私人资本发展的问题上, 早期维新改良派和洋务

派产生了强烈对立。洋务派主观上不希望私人资本迅速发

展,他们以办洋务为名, 压制 、阻挠 、限制私人资本的发展,

甚至利用特权掠夺私人资本。

其次, 倡导君主立宪和议院制。早期维新改良思潮发

展新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在封建专制的现实社会中显

然障碍重重,而最大的障碍就是现有政治体制,经济改革的

要求使他们自然把目光转向对封建专制政体的批判。 自

19世纪 60年代冯桂芬 “君民不隔不如夷”,经 80年代王韬

的 “上下之交不通”, 都是指责君主专制为阻碍言路 、导致

各级官僚媚上欺下 、专横跋扈的根本原因。 他们认为必须

改革现有政治体制, 以便为工商者的经济利益求得政治保

障。王韬很早就注意到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泰西之立

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 一曰民主之国, 一曰君民共主之

国。”在这三种政体中,他最看好的是君民共制, “唯有君民

共治, 上 下 相 通, 民 隐 得 以 上 达, 君 惠亦 得 以 下

逮” [ 5] (P34 ～ 35) 。郑观应也力主君民共主制, “君主者权偏于

上,民主者劝偏于下, 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 ” [ 3] ( P50) , 他强

调中 “非立宪国几不能立于世界” [ 7] ( P322) 。何启 、胡礼垣 、

陈炽 、薛福成也认为君民共主是最为理想的政治体制。 在

选择君民共主政体的同时, 他们一致认为议院制是使 “新

政”得以实施的基本保证。郑观应竭力推崇议院的作用,

认为要革除封建专制腐败之政,非实行议院不可。 马建忠

还对三权分立学说做了初步介绍, “各国吏治异同, 或为君

主,或为民主, 或为君民共主之国, 其定法 、执法 、审法之权,

分而任之, 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 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璨然

可观” [ 6] (P156) 。立法 、行政 、司法由三个不同的权利机构来

分别掌握和行使, 而清廷却是皇权至上。马建忠对三权分

立的介绍无疑是对君主专制的挑战, 具有政治启蒙意义。

倡导君主立宪 、三权分立 、议院制 、反映了早期民族资产阶

级的政治诉求。尽管他们对君主立宪和议会制的了解是肤

浅的,但 “它空前地在中国历史上明白提出用资产阶级代

议制度来改变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 具有重要的

思想意义” [ 8] (P391) 。

再次, 倡导民权,反对专制。人权, 是西方近代资产阶

级启蒙学者针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和封建特权提出来的。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提出 “天赋人权”说, 人

生来是平等的,生存 、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天赋人权论

的核心。 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 1789年法国的 《人权

宣言》, 均以政治纲领的形式肯定了人权。 中国几千年的

封建专制渗透着上尊下卑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原则。梁漱溟

在著作中多次讲到, 中国人只有义务的观念,而没有权利的

观念, “在中国弥天漫地是义务观念者, 在西洋世界上却活

跃着权利观念了。” [ 9] ( P91)历史发展到了 19世纪 80年代,

中国早期维新改良主义者终于发出了人权呼声,他们的呼

声如果说在冯桂芬 、薛福成 、马建忠那里还比较微弱的话,

那么到了郑观应 、王韬 、何启 、胡礼垣那里则相当自觉和激

烈了。尤其是何 、胡二人与张之洞的封建卫道思想进行了

针锋相对的斗争。张之洞在《劝学·明纲》篇中强调, 三纲

117



五常为 “百伦之要, 百行之原, 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在

《劝学·正权》篇中进一步强调 “民权之说, 无一益而有百

害” 。对此,何启 、胡礼垣尖锐指出, 三纲五常是中国文明

退化的根子, “化中国为蛮貊者,三纲之说也” [ 10] ( P354) 。民

众的权利是天所赋予 、与生俱来的,任何人不得以各种借口

去剥夺。他们说:“权者乃天之所为, 非人之所立。天既赋

人以性命, 则必畀人以顾性命之权;天既备人以百物,则必

与以保身家之权” [ 10] (P397) , “各行其是, 是谓自主。自主之

权, 赋之于天,君相无所加, 编氓亦无所损;庸愚非不足道,

圣智亦非有余。” [ 10] ( P419)他们断言, 民权之有无是国家兴废

的标准, “人人 有权, 其 国必 兴;人人 无权, 其 国必

废” [ 10] ( P412) 。

三

事实上, 郭嵩涛 、薛福成 、马建忠 、王韬 、何启 、胡礼垣 、

陈炽 、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改良人士与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曾国藩 、李鸿章 、张之洞等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郭嵩

涛自称 “年二十二, 即办洋务 ”, 入曾国藩幕府襄办军务及

筹款事宜。 1875年任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76年赴英办

理外交事宜, 后任驻英公使, 是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

薛福成先后入曾国藩 、李鸿章幕府,协助李处理对外交涉事

务。马建忠 1870年入李鸿章幕府, 一直作为李的主要幕僚

帮办洋务。郑观应出生于商人家庭,十七岁开始赴沪习商,

先后当过英商买办 、洋务上海机器织布局会计 、轮船招商局

帮办 、总办 、汉阳铁厂总办。他们既是洋务思想的鼓吹者,

又是直接参与实践者。就是在洋务实业生涯中, 他们逐渐

体认到洋务思想的局限和弊端;而在办理涉外事务或求学 、

游历的过程中, 早期维新改良人士与西方有了更广泛深入

的接触。特有的人生历程 、广阔的文化视野, 使他们更能洞

见中西方在政治 、经济 、文化各方面的差异, 对现有政治体

制产生朦胧的认同危机, 从而发生了变革封建君主专制政

体的政治诉求, 把传统中国向西方学习 、寻求现代化的进程

又推进一步———由对经济制度的学习过渡到对政治体制的

模仿和借鉴。

综上所述, 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改良思潮是在相同的

历史语境下发展起来的两种社会变革思潮, 它们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 后者是对前者的承续与超越。 他们最根本的

分歧在于二者不同的变革诉求:洋务思潮是一种封建地主

官僚性质的社会变革思潮, 它谋求的是封建专制政权的巩

固和久长;早期改良思潮是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派特征的启

蒙维新思潮,它谋求的是打破封建专制体制,发展资本主义

经济,代表了新的历史发展路径。在中国历史上,早期维新

改良派最早提出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来取代数千年的君主

专制,最早发出人权呼声。在此意义上,早期维新改良思潮

的思想启蒙价值无疑是不可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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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1页 )题。当然如果是执法人员当场发现并且无

可争议的事, 则另当别论。

(四 )反映执法人员讯 (询 )问中采取的策略和方法

在讯 (询 )问活动中, 当事人之所以陈述案件事实, 尤

其是违法人员或犯罪嫌疑人进而如实陈述违法或犯罪的手

段 、情节 、目的 、动机,一般情况下,大多是因为侦查人员采

取正确的讯 (询 )问策略和方法, 而非违法人员或犯罪嫌疑

人自觉自愿, 因此, 讯 (询 )问笔录制作中应如实记载侦查

人员的问话 。司法实践中, 有些记录员在制作《讯 (询 )问

笔录》时,往往只注意记载被讯 (询 )问人的答话, 而忽视侦

查人员的问话;还有一些记录员,当违法人员或犯罪嫌疑人

开始交待问题时才开始记录。这样的讯 (询 )问笔录, 无法

从中看出执法人员讯 (询 )问的策略 、方法, 不利于执法人

员分析案情并确定下一步讯 (询 )问重点和拟采取的策略 、

认定违法人员或犯罪嫌疑人的态度 、研究讯 (询 )问技巧和

得失。

三 、笔录制作的语言规范

讯 (询 )问笔录应当真实 、清楚 、不失原意地记载执法

人员的讯 (询 )问情况和违法 、犯罪嫌疑人陈述 、辩解的内

容。因此,笔录制作时须反映出被询问人或讯问人在讯

(询 )问这一特定条件下体现其心理状态的语言特点和语

言表述习惯,尤其是涉及犯罪构成要素 、案件关键情节等内

容时,要求笔录制作人应忠实答话人的原意甚至原话予以

记载,不得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随意变更, 要能够体现 “这

一个”的要求, 即在符合汉语言表述习惯的前提下, 突出当

事人的生理 、心理因素在语言表述上的特点,以突出调查取

证的如实性, 突出证据的客观 、真实性。这既是法律精神的

体现,也为研究讯 (询 )问积累原始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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